高校超重学生运动干预模式构建研究

摘要：高校超重学生检出率不断攀升，运动干预是学生控制体重的重要途径，但是现有的干预存在精准性、持续性和协同性方面的欠缺。经过对国内外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从高校超重学生运动参与特征及干预困难入手，对目前干预目标确定、活动安排、机制建设等各方面的不足加以分析，然后提出以筛查、干预、协同和反馈为四个环节的运动干预体系，并从体质数据分层建档、个性化运动处方、校院班社联动和动态闭环监测这四个角度阐述该体系的运作机理，希望可以给高校超重学生的健康管理提供一条可行的实践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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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的改变，学生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指出，我国各个年龄段学生肥胖检出率逐年上升，超重肥胖已经成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1]。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16部门下发的“体重管理年”活动方案提出，帮助超重肥胖学生做到“一减两增、一调两测”，高校要开展大学生健身活动，把体重管理等健康教育内容纳入选修课程当中[2]。政策的密集出台说明体重管理已经从个人行为变成学校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运动干预属于其中的重要环节，但是缺少有效的实施。
国外的研究已经由原来的单纯“减重、锻炼”的想法转变为整合个体差异和心理因素的综合干预，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得到较多的证据。黄胜贤等人对12个随机对照试验进行Meta分析发现，有氧运动对于超重、肥胖大学生来说可以起到减轻体重的作用，并且可以改善大学生的身体组成[3]。为运动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但是大多数仍停留在验证单一运动方式效果的研究上，针对“超重学生”群体建立系统的干预模式的研究很少，对于干预的延续性以及推广的价值也没有进行详细的阐述[4]。
因此本文在对高校超重学生运动参与特点及目前干预不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从筛查到干预再到协同反馈的运动干预模式，为高校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借鉴。
一、高校超重学生运动参与的特点与干预困境
（一）心理顾虑突出，运动意愿与参与行为脱节
超重学生运动参与最大的障碍就是心理上的顾虑。肥胖相关污名、身体形象焦虑会使其处于公共运动场域中没有安全感，害怕被看、被比较，于是就选择了不去健身房或者操场这些人多的地方。国外的研究表明，体重污名会经由内化体重污名、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来加强学生的运动回避行为[5]。除此之外，超重的学生普遍存在着运动自我效能感较低的情况，在运动中对完成运动任务没有信心，一有疲劳就对自己说“不行”，陷入“越不敢练，越练不动”的恶性循环之中。自我设限常常会和“运动就是受罪”的刻板印象一起出现，学生把锻炼看成是大汗淋漓的高强度训练，从而提高了进入门槛。就认知同行为的关系而言，大多数学生赞同运动对于控制体重的作用，并且可以制订出比较完善的锻炼计划，但是行动上由于即时的舒适感以及心理的顾虑而被搁置，运动意愿和运动行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脱节。在体育教学的观察中也得知，超重学生出勤率很高，但是练习很少是“出工不出力”的，运动的有效负荷也较小。从心理障碍消除之后，再科学的运动方案也无法变成真实的行动。
（二）适配资源与分层设计双重不足
就资源供给而言，高校体育课程和场馆资源都是以全体学生为服务对象进行统一配置的，对于超重群体低冲击、低强度运动项目的供给较少。游泳、快走、水中健身操等关节承受小的运动常受场馆时间、教师和组织成本所限，不能实现常态化开放，能照顾到个体差异的小班化指导更少。从分层设计来看，大多数高校还没有根据体质测试的结果对学生做分层分类，超重学生和体重正常的学生使用相同的教学目标、进度、负荷，出现“强度大跟不上、强度小效果差”的两难境地。资源适配性不足加缺失分层设计，造成超重学生参加运动时既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又不能得到有效的刺激，干预起点就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二、现有运动干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目标同质化，缺少分层分类设计
现有的干预大多把“减重”、“降低BMI”作为共同的目标，很少考虑到个体起点的不同。不同的超重学生体质基础不同、运动能力不同、合并风险也不同，统一的目标没有针对性，也没有激励性，体重基数大的人短时间内很难达到目标而产生挫败感，轻度超重的人缺少目标的挑战性，缺乏动力。吴梦其认为对于大学生群体肥胖问题，多维干预比单一运动要好，但是前提是要针对不同的学生做不同的干预[6]。周誉、王海俊在对相关证据进行整理之后也认为有氧运动或者有氧运动结合抗阻运动是更好的一种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有各自的应用场景，如果不能合理运用，不仅不能保证安全，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7]。
（二）形式单一化，长期依从性难以维持
干预方式上一般将慢跑、跳绳、球类等传统的活动机械地运用于超重的人群当中，内容单一、缺乏趣味性，学生对活动失去兴趣后就出现了缺勤、退出的现象。只重视超重学生怕累、怕丑、怕被嘲笑的心理问题，高强度的集体活动反而会加深他们的逃避心理。大部分干预都把重点放在了课堂以及学期初的集中训练上，并没有对日常进行嵌入的设计，课程结束之后就会出现干预的断层，体重也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有些学校虽然已经开展了课外运动打卡，但是打卡大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并没有及时给予反馈和奖励，学生逐渐失去学习的动机。习惯化要靠时间、场景的不断支持才能达成，一周几次课不能养成稳定的运动行为，长久以来的依从性也很难保持。
（三）协同机制碎片化，评价反馈缺失
从主体协同的角度来说，体育教学、学生管理、医疗卫生、社团活动属于不同的部门，没有统一的目标以及信息共享的途径，干预多由体育教师单线推进，缺少辅导员、校医院、社团的接力支持。多数干预只是依靠学期末的体测成绩来判定效果，缺少了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长这些过程数据的搜集，学生对自身学习的情况一无所知，教师也无法找出方案间的差别并作出调整。由于缺少了评价反馈，干预成了单向的布置任务，学生是被动的执行者，参与度低，教师处在只布置不检查的境地，使得干预不能形成完整的系统、不能产生持续的迭代。
三、"筛查—干预—协同—反馈"四环节运动干预模式构建
（一）模式总体框架
因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筛查、干预、协同、反馈四个环节的运动干预模式。该模式以超重学生为起点，把干预分成连续的、循环的四个部分，就是筛查环节以体质数据和心理测评为基础进行分层建档，解决“谁去干预、如何分层”的问题；干预环节根据分层结果给出个性化的运动方案，解决“练什么、练多少”的问题；协同环节依靠学校、学院、班级和社会力量来保证处方的执行，解决“谁来组织、靠谁坚持”的问题；反馈环节依靠可穿戴设备和体测平台来收集过程数据以及结果数据，解决“效果怎样、怎样调整”的问题。四环节环环相扣，反馈信息经由反馈环节回到筛查分层以及处方的重新调整上，就形成了一个不断上升的闭环，将干预从一个任务变成了长久的健康管理。从操作上来说，四环节对应建档、处方、组织、监测这四类台账，都可以依靠已有的体测制度以及校园信息化平台来落实。
（二）精准筛查，基于体质数据的分层建档机制
筛查是模式的开始。以学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为基础，对超重学生身高、体重、BMI、肺活量、体脂率做采集，同时对血压、心率以及运动自我效能感等健康指标和心理测评加以补充，创建“一人一档”的体质健康档案。按超重程度、运动危险把档案分为三个层次，轻度超重没有明显的健康危险的学生进入常规强化层，中重度超重或者伴有心肺功能的危险的学生进入低冲击基础层，有其他健康隐患的转介到校医院进行评估再定级。根据体测数据动态调整分层标准，学生经过阶段性评价可以进入更高一层的队伍，保证目标具有阶梯性，防止出现“一档定终身”的情况，给以后干预提供精确的群体画像。
（三）科学干预，有氧力量与日常活动协同的个性化处方
干预阶段的中心就是个性化运动处方。处方根据FITT原则在频率、强度、时间、运动类型上用分层差异化的办法进行设置，基础层学生从快走、游泳、健身操等低冲击有氧运动开始，一周三次、每次二十至三十分钟，强度可以做到运动时说话比较顺畅的程度；常规强化层逐渐加入慢跑、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并在适当的时候加入弹力带等抗阻训练，以增强肌肉的力量，提高基础代谢。坚持有氧和力量并重的原因是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有氧运动或者有氧运动加上抗阻运动才是最合适的”，meta分析也表明有氧运动能帮助超重肥胖大学生减重、改善体脂率[3][7]。处方还要重视日常活动的融入，把课间微运动、步行上下楼、骑车通勤等零碎的活动加入到运动总量中，并用打卡的形式进行记录，使干预由一周几节课扩展到全天候的健康行为养成，减少对专门时间和场地的依赖。对运动欲望比较弱的学生，一开始可以用较短的有氧运动作为过渡，从研究结果来看超重大学生在执行功能上的抑制、刷新、转换的能力都会有所提高，从而可以增强学生即时反馈的自信[8]。
（四）协同支持，校院班社四位一体的联动体系
处方的落实不能单靠某一方的努力。学校层面教务、体育部门统筹课程开设、场馆开放和师资培训工作，给干预工作赋予制度与资源支撑，学校层面教务、体育部门统筹课程安排、场馆开放及师资培训工作，为干预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与资源保障，对超重的学生适当延长场馆晚间、周末开放时间，安排运动公益辅导课时，解决普通体育课堂无法照顾到超重学生的问题，学院层面辅导员将运动参与纳入日常管理，开展谈心谈话疏解心理顾虑，督促学生完成运动任务，重点对自卑、回避运动场景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消除学生对体重评价的抵触情绪，班级层面组建同伴互助小组，用运动搭子的方式互相监督、互相鼓励，在公共场域中缓解心理压力，社团层面体育社团与志愿者负有组织和指导的责任，举办低门槛、有趣味的群体活动。该架构同贾文娟、陈静所提出融合课堂教学、课外锻炼以及健康监测的“四联治”干预方法有着契合之处，而且把校医院纳入协同体系当中，担负起筛查复核以及风险预警的任务，创建起“体育+医疗+管理”三个主体的联合局面。各个主体依靠统一的数据平台共享信息，防止重复采集，消除空白点，消除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杜绝体育只管训练、学工只管思想、校医院只管体检的部门割据现象，保证学生的健康管理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活过程[9]。
（五）动态反馈，可穿戴设备与体测平台的闭环监测
[bookmark: _GoBack]反馈环节就是维持模式生命力的地方。一方面依靠运动手环、手机计步等可穿戴设备对运动步数、心率和能量消耗进行实时记录，获得过程性的数据，设备没有对学生设置严厉的运动排行榜，避免学生因攀比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只关注学生自身纵向的变化，呵护超重学生的自尊；另一方面通过体测平台学期前后进行效果对比，将体重、BMI、体脂率以及心肺耐力纳入结果性指标，不会仅仅以体重的减小为唯一的衡量指标，也兼顾到学生的体能提高、睡眠改善以及情绪的改善等各方面的健康指标。平台会按照周、月生成反馈报表，学生可以看到自身进步轨迹以及不足之处，从而加强自信心和主动性，教师也能看到各组执行效果的不同之处，可以对处方进行适当的调整。反馈信息再回流到筛查环节，就会对分层结果做动态的调整，从而达成筛查、干预、协同、反馈、再筛查的闭环。可视化进步呈现也有利于让学生把运动动机从“怕胖求瘦”转变成“主动、习惯”，由外部监督转变为自我管理，这也是本模式和传统干预有本质区别之处。并且对设备数据异常或者长时间运动达标率低的学生系统发出警报信息，通知体育教师、辅导员一对一谈话，迅速找到处方不匹配、主观意愿降低等问题的现实状况，保证干预可以持续下去。
结论
高校超重学生运动干预的难点并不是方案，而是方案是否精准、长久和协作。筛查、干预、协同、反馈的运动干预模式以体质数据的分层来应对群体的不同，以个性化的处方来回应个体的需求，以多方联动来应对支持的不足，以动态反馈回应过程的监控，四个环节相互制约、互相促进，把零散的运动任务转变成系统的健康管理方式。模式的实施还要依靠实证检验，以后可以选取一个班做为期十六周左右的实验，检验各个阶段的效果，根据过程数据对分层标准和处方参数进行调整，使模式不断改进，给健康中国战略在高校的推行奠定基础。

